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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早期法律冲突的历史考察

　以 1821年 “特拉诺瓦案 ”为中心

李秀清＊

引　言

中美之间的交往 ,始于 18世纪 80年代美国商人的远东冒险 。史学界所称的早期中美

关系史 ,即是指自此直至 1844年 《中美望厦条约》的签订 。在这约六十年间 ,基于交往引发

的各类纠纷不时发生 ,其中 ,最重要者 ,当是 “特拉诺瓦案 ”。它的发生极为偶然 ,案情也并

不怎么复杂 。

那是 1821年 9月 ,一艘来自美国巴尔的摩 、名为 “埃米莉号 ”(Emily)的商船停泊于广州

黄埔港 ,船上有位意大利籍水手特拉诺瓦(FrancisTerranova),在向暗地驶靠船旁的一小舢板

上的中国民妇郭梁氏购买水果时 ,发生争执 ,郭梁氏受伤且落水而亡 。 10月 6日 ,中国官员在

“埃米莉号”上设庭审判 ,美商们拒绝主动将特拉诺瓦交出 。后双方僵持两个多星期 ,其间 ,清

朝官吏下令停止与所有美国商船的贸易。最终 , 10月 26日 ,被强行带走后的特拉诺瓦在广州

受审 , 27日凌晨被处绞刑 。第二天 ,其尸体被送回 “埃米莉号 ”。美商们为其举行了葬礼。

此案在当时受到多方关注 ,引起不少争议 ,对早期中美关系史产生过重大影响 ,史家在相

关论著中几乎无不论涉。本文试将此案置于中美早期交往的历史背景下 ,分析它所引起的法

律冲突及冲突背后的深层因素 ,并阐述其对于美国确立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影响 ,等等 。

一 、纠纷发生的背景:始于 “中国皇后号 ”来华的中美贸易

早在北美十三州时期 ,中国的茶叶已经输至美国。同时转运自北美的人参等特产 ,也深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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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澳门 、广州一带居民的喜爱 。独立战争之后 ,政治上逐渐挣脱了英国牵制的美国 ,经济上

却因受到英国进一步的封锁而更为严峻 ,因而不得不寻求新的海外贸易路线 。 1784年第一艘

美国 “中国皇后号 ”(EmpressofChina)从纽约到广州的处女航标志着中美直接贸易的开端 。

只有约 360吨的 “中国皇后号”,于 1784年 2月 22日离开纽约 ,于同年 8月 23日至澳门 ,

28日到达当时中国内陆唯一开放的城市———广州 。后任美国驻广州首任领事的波士顿人山

茂召(SamuelShaw, 1754— 1794年)任经理 。 “中国皇后号”整个航程投资约 12万美元 ,纯获

利 3万多美元。〔 1〕 1784年 12月 27日 ,它驶离广州 ,次年 5月 12日 ,返抵纽约 。

尽管经济收益并未达到投资者的预期 ,但当 “中国皇后号”返回纽约后 ,其所取得的成功 ,

仍受到纽约 、波士顿等港口城市报纸的赞誉 。〔 2〕 山茂召在一封向时任邦联外交部长的杰伊

(JohnJay, 1745— 1829年)的信函中 ,除报告航行经过外 ,还提及航行至广州时曾受到停泊于

港口的其他外国商船的欢迎。至于中国人的反应 ,报告中特别做了描述:〔 3〕

虽然这是第一艘到达中国的美国商船 ,但中国人对我们却非常宽厚(veryindulgent)。

最初一段时间 ,他们尚不能分辨我们与英国人之间的差别 ,认为我们为新人(Theystyled

usthenewpeople)。而当我们出示美国地图 ,并告之以我们国家疆域辽阔 、人丁兴旺的情

形后 ,他们感到这将可能有助于土产的出口 ,因而十分高兴。

此后数年 ,对华贸易不断增多 。 1789年第一届联邦国会通过的第二个法案及 1791年立

法都特别保护对华贸易。不过 ,这一时期 ,因美国能够输入中国的货物种类不多 ,且数量有限 ,

而美国人口不足四百万 ,包括茶叶 、丝织品等中国货在美国的市场也便很快趋于饱和 ,美国政

府尽管力推对华贸易 ,但却不可能使中美贸易发展到何等规模 。

此后 ,因法国大革命及继之而起的欧洲战事 ,又使美国成为欧洲大陆输入中国货的主要转

运者 ,加上美国的造船工业发展很快 ,商船的速度快 、成本低 ,这些因素都促进了中美贸易的继

续扩大 。但是 ,当时美国政府尚无意 、且也知道不可能与中国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 。事实上 ,

采取的是听其自然的政策 ,自首任美国驻广州领事山茂召起 ,到 1844年止 ,美国政府从未对驻

广州领事发出任何训令 ,美国驻广州领事的主动性和实际作用也甚微。

如此说来 ,就美方而言 ,无论是政府 ,还是商人 ,为了开辟新的贸易线路 ,为了国家和私

人的利益 ,逐渐重视对华贸易已成为趋势 ,只是比起商人们的主动和迫切 ,美国政府则显得

被动 、消极 。

就中国一方看 ,民间与官府的态度也不甚相同。广州的行商们 ,因为感到生意对象增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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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巴尔的摩(13503人)、查尔斯顿(16359人)是早期美国对外贸易的主要进出之地。参见仇华飞:《早期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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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uelShaw sJournal, withMemoirbyJosiahQuincy, 1847;ReporttoSecretaryJay, DiplomaticCorre-

spondenceoftheU.S.1783—1789 , Vol.III, p.761.



欢迎美商的到来 。当时广州部分居民对于包括美国商船在内的越来越多的外国船只来到广

州 ,也持欢迎的态度 ,他们有时可以暗地与之做点小生意谋生 ,甚至当时黄埔港一带常可听到

广东味的英语和西洋味的汉语在进行交流 。

但就当时的清政府及其官吏而言 ,面对海上商业 、航海技术的急速发展 ,及居民贸易观念

的转变 ,仍竭力维持原来闭关锁国的政策 ,尽管深感这已越来越不容易 。乾隆朝和嘉庆朝均为

此颁布过谕旨 ,严格限制外国人在华的贸易活动。

若不仅从中国的角度去观察世界 ,同时也从世界的角度来透视中国的话 ,我们应该承认 ,

中美早期的贸易 ,既对美国有利 ,同时也有益于中国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 。当回顾总结

历史时 ,我们或可罗列出 “中国皇后号 ”首航的若干历史意义 ,但是 ,于当时竭力维护 “百余年

法度”的清朝官府和官吏而言 ,有商自 “花旗国 ”来 ,却是意味着多一种贸易和外交的麻烦。因

此 ,他们所能做的 ,就是消极地采取以禁为防 ,并实施 “以官制商 ,以商制洋 ”的控制手段。与

大多数外国商船一样 ,那时的美国商船 ,自登岸起 ,就必须有一个得到清朝官方承认的外贸代

理商———广州行商作为担保商。而且在初期 ,美商们在广州的时间和区域均受到严格限制 。

当两国之间有了贸易往来的开始之后 ,无论是美国政府对于对华贸易所采取的不尽如美

商们意愿的放任 ,还是清朝政府对于来华美商们采取的限制 ,都不可能使中美之间的交往逆

转 。交往日渐频繁 ,冲突就在所难免 。

二 、 “特拉诺瓦案 ”:中美之间真正发生的一次冲突

在 “特拉诺瓦案”之前 ,中美商人之间的诉讼纠纷就曾出现过。但 “特拉诺瓦案 ”所引起的

争议更多 ,影响更大 ,被史家称为 “中美之间真正发生的一次冲突”。〔 4〕

对于此 ,现有的早期中美关系史的中英文重要著作无一遗漏 ,只是论述角度和篇幅有所差

异 。但是 ,最能准确反映当时双方各执其辞的 ,恐怕还得到当时的原始记载中去查阅 。先来看

一下中方的记录 。 《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记载了时任两广总督阮元就此案所作的奏报 ,堪

称详尽无略 ,摘录其中的判决部分如下:〔 5〕

今米利坚国夷人 “佛兰西士爹刺那非了 ”(即特拉诺瓦),因向民妇郭梁氏买果争闹 ,

用瓦坛掷伤落水身死 ,已据供认明确 ,照例拟绞 ,情罪相符。 ……于本年十月初三日(10

月 28日),将该凶夷 “佛兰西士爹刺那非了 ”照例绞决 ,以彰国宪 。

至夷人买取食物 ,向系官给买办 ,今民妇郭梁氏私将蕉橙卖给夷人 ,殊属不合 ,业已被

伤身死 ,应毋庸议 。其失于觉察之弹压关差叶秀 ,应照不应 ,重律杖八十 ,折责发落;该夷

商吐叠及船主急庇伦 ,于该水手 “佛兰西士爹刺那非了 ”私买蕉橙 ,当时并不知情 ,迨查出

后 ,虽据该凶夷狡展之词 ,率行转禀 ,但已先将该凶夷锁靠在船 ,尚非有心庇纵。并于该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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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外交史》第 56至 57页对于此摺的点校。



赴船提审时 ,该夷商船主人等免冠侍立 ,伺应登答。且一经严饬封舱 ,即据禀请委员到船 ,

交出该凶夷 ,提省审办 ,尚属恭顺畏法 。应与讯非挟同饰混之洋商黎光远 、通事蔡懋 ,均毋

庸议。黎光远 、蔡懋饬县提禁释回。该国货船仍令开舱照常发货贩售 ,并饬禁该处小艇 ,

毋在私赴夷船卖给食物 ,以杜衅端。

臣复谕饬洋商伍敦元等传谕该大班 ,当知天朝法度尊严 ,该夷人既赴内地贸易 ,自应

安静守法 ,该大班及船主等 ,务须时时戒饬船内水艄人等 ,毋许滋事逞凶 。设已酿成事端 ,

该大班即应查明肇衅生事之人 ,立时指名交出 ,听候地方官查审究办。切勿袒庇诿延 ,自

取重咎 ,以仰副天朝恩溥怀柔之至意 。

奏报中所言的 “将该夷凶`佛兰西士爹刺那非了 '照例绞决 ”,确为有据 。查 《大清律例 》

(卷四 , “名例律下 ”之 “化外人有犯”条),确立了属地适用律例的原则:凡化外人犯罪者 ,并依

律拟断。无论大清臣民犯罪 ,还是 “化外人”、“夷人 ”等犯罪 ,皆是 “依律拟断”。基于此 ,再查 “刑

律·人命”(卷二十六)之 “斗殴及故杀人”条:凡斗殴杀人者 ,不问手足 、他物 、金刃 ,并绞监候 。

此案中 ,既然已经断定 ,民妇郭梁氏之丧命 ,是因其与 “夷人”特拉诺瓦买卖水果过程中发生争执 ,

后者投掷瓦坛而致其落水所致 ,无疑 ,特拉诺瓦自应该 “照例绞决 ”。因此 ,将此凶犯夷人 “绞

决”,既是 “照例”的结果 ,也符合杀人偿命 、罪有应得的国人心理 ,顺理成章 ,平淡无奇。

但是 ,此案的处理过程中 ,其实遭到过美国人的强烈抵制。他们一度拒绝交出凶犯 ,也曾

寻求以赔偿死者家属钱财息事宁人 ,致使清吏认为 ,无论是美商还是为其具保的广东行商 ,

“均属玩违” ,不仅将行商和通事 “一并收禁县监”,而且还曾下令将在广州的美国货船 , “全行

封舱 ,暂禁贸易;俟交出凶夷审明定案后 ,再行核办 ”。

美商之所以一度 “玩违 ”,是否完全如阮元所云是 “具见夷情狡诈”,是否另有理由 ,这可能

必须跳出这一奏报 ,换一个角度才能查核 。

曾检索过 “美国历史报纸”(America sHistoricalNewspapers)数据库 ,查找到最早关注此案的

美国报纸 ,是《国民报 》(NationalGazette)。虽然汇集于此数据库的 《国民报 》,仅限于两个时间

段 ,即 1791年 10月 31日(创刊日)至 1793年 10月 26日 、1820年 4月 5日至 1820年 12月 30

日。该报于何日报道发生于 1821年下半年的特拉诺瓦案难以确定 ,但大致可以推测是在 1822

年 3月份 ,因为其所刊载的 “关于遭广州中国人处决的美国 埃̀米莉号 '之水手的审判和命运 ”,

分别被同汇集于此数据库的多家报纸于该年 4月份相继转载刊发。〔 6〕 考虑到当时中美之间唯

一的交通途径是海上运输 ,单程需要 4个多月的实际情况 ,此篇报道当是够迅速的了 。

据该报道可知 ,美商们确实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当 10月 6日中国官员在 “埃米莉号”上

开庭时 ,美商辩称 ,中国民妇郭梁氏落水而亡 ,并非由于嫌疑犯特拉诺瓦投掷瓦坛导致 ,而是因

小舢板受潮水影响而致偏离 ,她忙着想使其回归到原位 ,不慎坠落水中 ,其头部伤口并不是遭

瓦坛所击 ,而是落水时碰到了船沿或橹桨所致 。至于中方所确认的目击证人 ,另一船妇陈黎氏

所作的是特拉诺瓦用瓦坛砸伤郭梁氏的说法 ,美方认为其陈述前后矛盾 ,不足为信。因陈黎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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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英语 ,其英语甚至比法庭上的译员还好 ,所以美方坚持要求她直接用英语作证陈述 ,但此要

求并未获法庭支持。她终是跪拜在地 ,陈述自己之所见 ,然后由译员翻译给在场的美国人 ,说

她证实郭梁氏确系受特拉诺瓦用瓦坛砸伤落水而亡。美商们还声称 ,中方本已同意接受美国

人所提供的证据 ,承诺平等对待并信任外国人 ,但从审判实际情况可以看出 ,中方并未遵守诺

言 ,擅自破坏了彼此的约定 ,既不允许嫌犯本人申辩 ,也不允许美国领事和美方提供的翻译出

庭 ,因而认为判处特拉诺瓦有罪是错误的 ,这是 “对正义的嘲弄 ”。

还有 ,美方认为 ,尽管他们明知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也不会抗拒此次判决的强制执行 ,但

由于中方已经不再守诺 ,并失去了良好的信誉 ,因此 ,他们断然拒绝主动将特拉诺瓦交给中方 ,

除非中国官府用武力强行把他带走。

翌日 ,也即 10月 7日 ,清吏下令 ,停止所有与美国商人之间的贸易 ,译员和具保的广州行

商也被投入狱中 。在双方僵持了两个多星期以后 ,尽管广州行商们从中斡旋 ,但美商们仍坚持

认为特拉诺瓦无罪 ,将他交出按照中国血腥残酷的法律(sanguinarylaws)进行审判 ,无疑就等

于谋杀 ,并重申将不会主动交出嫌犯 。他们声称 ,将不准备抗拒任何法律的执行 ,即使它是不

公正的 、野蛮残酷的 ,但是 ,他们不会成为这种法律的执行者。

对照阮元的奏报与首先刊载于美国《国民报》的这则报道可知 ,包括案件事实 、证据采集 、

审理形式 ,等等 ,清朝官吏与美方双方各执其辞 ,冲突显见 。从案件事实上 ,中方认定 ,郭梁氏

之死是特拉诺瓦用瓦坛掷击所致 ,美方却认为 ,这是死者所乘小舢板受潮水影响自己落水而

亡;从证据采集上 ,中方主要依据目击证人陈黎氏的陈述 ,美方却认为仅凭陈黎氏的陈述不足

以定罪 ,况且其陈述前后矛盾 ,只有足够的证据才能定特拉诺瓦有罪 ,否则他即为无罪 ,而且中

方不听取和采纳美方提供的证据也显属不公;从审理形式上 ,中方坚持在 “埃米莉号 ”上当着

县知事和行商的面举行审判 ,不允许美国领事和美方指定的翻译出席 ,证人陈黎氏跪拜作证 ,

这些在美方看来都简直是笑柄 ,等等 。就这样 ,在清朝当局认为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审判 ,美方

却视之为 “对正义的嘲弄”,这就好比当时拥有三寸金莲的中国妇人受人崇拜 ,但在西人眼中

这却是双脚残疾 。同一件事情 ,双方的观点却如此截然不同。

有记录的西方人第一次正式在中国公堂受审的是 1807年的 “海王星号 ”(Neptune)案 ,但

它没有引起太多的争论。 “特拉诺瓦案”发生的同年 ,与之相似的另一起中英之间案件 ,即 “土

巴资号案”(Topaze),却引起了激烈争论 。此事件发生后 ,中方向英方提出交涉 ,要求英方交出

放炮的两名肇事凶手 ,遭到英方拒绝 ,声言这应由英方按照本国法律处理。尽管有广州行商从

中斡旋 ,但中英贸易仍因此停止了数月 , “土巴资号案”终成悬案。在长达数月的谈判中 ,西方

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obertMorrison, 1782— 1834年)担任翻译 ,其对于此案

的评述甚为详尽 ,或许他的观点可以代表当时西方在华人士对于类似纠纷所持的基本态度 ,及

对于中国法律及审判的评价。

马礼逊认为 ,在欧洲国家里 ,外国人犯了杀人罪 ,都须受到居住国的法律惩办 ,不论其法律

有多严厉。因此 ,按理在中国犯罪 ,也当据中国的法律惩办凶手 ,但是倘若对所有情况加以深

入调查后 ,就会对上述原则产生重大分歧 。他提出 ,中国人从不承认国家既有权利 ,也有义务。

他们对外国人的要求是必须绝对地服从中国的法律 ,可其法律却不给外国人以任何实际的保

护 。况且 ,从一定程度上讲 ,中国人把所有外国人当作敌人 ,中国政府禁止民众教外国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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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语言 ,禁止外国人学习中国法律 ,并且不准外国人自由地去公堂申诉。而且事实上 ,中国

的法律却是由坐在公堂上审讯的县官任意加以解释 。

对于清朝政府处理欧洲人所犯凶杀案的通常处理方法 ,马礼逊表示出强烈的反感:〔 7〕

中国政府对欧洲人所犯的凶杀案采用的办法是让中国人断言谁是凶手(就算是已经

发现了凶手),然后把该人送交地方官审判后执行死刑。如果该外国人提出异议 ,不承认

是凶手 ,中国政府就下令停止该外国人所属的国家与中国的贸易。倘若禁止贸易没有用 ,

就进而停止供给外国人食物和日用品 ,企图迫使外国人因挨饿而屈服 。 ……中国政府显

示的决心乃是 ,当一个外国人造成一个中国人死亡后 ,不论那个外国人是怎样造成中国人

死亡的 ,都必定要对那个外国人判处死刑 。受刑的外国人不管如何为自己的生命申辩喊

冤 ,因中国人是死在他手里的 ,都必须执行死刑 。因为中国人认为 “以命抵命 ”是公正的 。

马礼逊振振有辞 ,似乎句句入理 。不过 ,我们不会不知道 , “以命抵命 ”不仅仅适用于外国

人犯杀人罪的案件 ,中国人犯同样罪行也基本如此 。而同一时期英国刑事实体法的严厉丝毫

不亚于清律 。据其规定 ,不必说偷羊或盗马 ,就是盗窃数目超过 12便士的 ,以及其他类似的罪

行 ,都要判处死刑;杀人未遂 ,或意图杀害而露出并扳动实弹的枪械的 ,也是可以处死的重罪 ,

直到 1861年法令 ,才规定只有意图杀人并造成死亡后果者才能判处死刑 。〔 8〕 因此 ,最令马礼

逊反感的 ,与其说是清朝刑法的残酷 ,倒不如说是它仅重视犯罪结果却忽略考虑犯罪意图和动

机 ,及清政府动辄以下令停止两国间贸易为要挟 ,这实际上隐含着由在华外商乃至整个国家集

体为其有杀人嫌疑的同胞承担责任的团体主义 ,而这在中国传统上却是符合情理的。

曾几何时 ,包括法律在内的中国文化曾受到亚洲近邻乃至遥远的欧洲国家的欣赏和推崇。

至少到 18世纪末 ,主要因受耶稣会传教士总体上肯定中国的开明君主制和行之有效的政治结

构的论述的影响 ,不少欧洲人视中国拥有更加优越的文化 。伏尔泰(Voltaire, 1694— 1778年)

甚至盛赞道:“如果说曾经有过一个国家 ,在那里人民的生命 、名誉和财产受到法律保护 ,那就

是中华帝国 。”〔 9〕

即使在 19世纪初 ,在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 1737— 1806年)出使中国铩羽而归 ,使

团成员出版了若干负面描述清朝帝国虚弱 、停滞和排外的著作和日记后 ,在距 “特拉诺瓦案 ”

和 “土巴资号案”发生的十多年前 ,我们仍能在英文世界中看到对于中国法律的赞誉之作。比

如 ,使团成员之一 ,约翰 ·巴罗(SirJohnBarrow, 1764— 1848年)在其初版于 1804年的书中 ,

尽管对清朝专制体制及其他风俗民情多有抨击 ,但却赞叹 《大清律例 》“文字清晰 ,结构严谨 ,

完全可以与布莱克斯通的 《英国法释义 》相媲美 ”。〔10〕 使团另一成员 ,托马斯当东(George

ThomasStaunton, 1781— 1859年)还于 1810年把 《大清律例 》翻译成了英文 ,在译序中 ,他审慎

地肯定清朝的法律:“……恰恰相反 ,中国的法律时常被当权者和法制监护人所歪曲侵犯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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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 9〕

〔10〕

(英)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回忆录》, 顾长声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页 186-187。

参见(美)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张汇文等合译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0年版 ,页 128。

(法)伏尔泰:《风俗论———论各民族的精神与风俗以及自查理曼至路易十三的历史 》(下), 谢戊申

等译 , 商务印书馆 1997年版 ,页 510。

(英)约翰·巴罗:《我看乾隆盛世》,李国庆 、欧阳少春译 ,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2007年版, 页 263-264。



幸的是他们这样做不会发生问题;至于严重到什么程度 ,和其他国家相比情况如何 ,目前只能

推测:可以观察到的某些事实对中国的制度有利 ,有可靠的根据可以相信 ,罪恶昭彰或反复发

生的枉法行为最终不能逃脱惩罚 ,不论其等级或地位如何。”〔11〕

总之 ,这一时期 ,西方人对于清朝法律的大致相同的观点是 ,尽管它存在着滥用肉刑等缺陷 ,

但总体上仍有不少的优点。同一法律 ,整体评价是一回事 ,适用到具体的案件所引起的反应又是

另一回事。同样 ,同一法律 ,推崇欣赏它时 ,可能看到较多的是其合理成分 ,存在隔膜或敌意时 ,

自然就会挑剔其中的不足。因此 ,尽管 “特拉诺瓦案 ”和 “土巴资号案 ”发生于同一年 ,这本身具

有偶然性 ,但所引起的冲突相似 ,却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总之 , “特拉诺瓦案 ”所引起的争议和

冲突 ,既是法律冲突 ,可能又不仅仅是法律冲突 ,其背后的深层因素还有待进一步探求 。

三 、冲突的背后:了解的缺失及文化的优越感

自美国 “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 ,到 “特拉诺瓦案 ”发生 ,其间 ,贸易是发展了 ,尽管有曲折 、

停滞;交往是增多了 ,尽管有纠纷 、争执 ,但彼此的了解 ,却并未能与发展了的贸易和增多了的

交往同步。了解的缺失 ,同时又折射出彼此都带有优越感的两种文明之间的冲突 。

自有贸易以来 ,美国商人们倒有赞美广州行商诚实守信的言辞 。在一份报告中 ,山茂召曾

赞扬广州行商的品德 ,认为他们聪明 、记账细心 、守时 ,只是有点自以为是。这种对广州行商赞

誉为主的评价 ,不时出现在此后的文献资料中 。不过 ,就美国对中国的了解来说 ,其实十分有

限 。一般美国人对于中国 、对于中国人都没有感性的认识 ,大多也不感兴趣 。而少数对中国有

兴趣者 ,只能从欧洲 ,主要是从英国东印度公司 ,或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及其他一些西方旅行者

的日记 、报告中获得一点零星知识。而其中 ,不乏猎奇的描绘 ,或者片面 ,或者歪曲 ,鲜见如耶

稣会传教士们那样的一味赞誉 ,正面的 、客观的介绍阙如 。总体研究中国或关于中国专题的著

作极少 ,迟至 1836年 ,此类英文著作中最早者 ,曾为香港第二任总督的德庇时爵士(SirJ.F.

Davis, 1795— 1890年)所著的《中国人: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述 》〔12〕始得问世 。

19世纪初期起 ,基督教新教开始重视来华传教的活动 ,传教士们的重要使命当然是传教 ,

但客观上 ,他们在中外关系史上的作用及对于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不容忽视 ,尽管其作用并非

一定都是好的。传教士们在中国编纂字典 ,创办报刊 ,确实使东西方之间多了一个相互认识的

途径。不过 ,几乎没有一个传教士不是带着文化和信仰的优越感而来 ,这种俯视的姿态和拯救

的心理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完全平等地 、理性地介绍中国文化 ,即使那些久居中国数十年 ,视中

国为第二故乡 ,主观上试图客观真实地介绍中国情况的传教士也不例外 。

裨治文(E.C.Bridgman, 1801— 1861年)〔13〕是早期来华最重要的新教传教士之一 ,同时

也是美国第一位来华传教士 ,于 1830年抵达广州。他在一篇文章中 ,这样描绘中国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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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13〕

(美)卫三畏:《中国总论》(上),陈俱译 ,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年版 , 页 272。

即 TheChinese:AGeneralDescriptionoftheEmpireofChinaandItsInhabitants, London, 1836。

裨治文的姓氏 “Bridgman” ,在有些书籍中被拼写为 “Bridgeman”。查《英语姓名词典》(高玉华等编

著 ,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2年版)第 50页得知 ,前者为后者的异体。



人骨子里可怕的冷漠 、固执 、虚伪 、傲慢和无知 ,如果光靠凡人的力量的话 ,是传播真理的可怕

障碍。”〔14〕

人称 “美国汉学第一人 ”的卫三畏(S.W.Williams, 1812— 1884年)的观点则稍温和些。

其代表作《中国总论》(TheMiddleKingdom, 1848年)的出版目的之一 ,就是 “要为中国人民及

其文明洗刷掉如此经常地加予他们的那些奇特的 、几乎无可名状的可笑印象 ”。不过 ,即使卫

三畏 ,同样未能免俗。他在一封私人信函里 ,流露出了相似的观点:〔15〕

我相信促使我出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的动机是正确的 。我的动机之一就是想使我的教

友们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命运 。我想向人们表明:我们应该向中国人宣讲我们的教义。现

在中国的政治日趋混乱 ,鸦片和国民道德的沦丧正使整个民族日趋堕落。只有福音能够

拯救他们。也许造成他们对任何事情都麻木不仁 、无动于衷的原因有很多 ,但蒙昧无知是

其中最根本的一条。驱走了蒙昧无知 ,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挽救这个民族于消沉和堕落 。

可见 ,尽管卫三畏希望借自己的论著以纠正 19世纪以来西方人对于中国的轻蔑和无知 ,

但他同样没有从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中解放出来 ,其观点背后仍隐藏着典型的西方中心主

义和西方优越论 。在我们看来 , 《中国总论 》免不了有失公允之处 ,但一些美国人却不屑甚至

嘲笑卫三畏在书中对于中国的过于赞誉。在中美有了贸易往来半个世纪之后 ,美国对华贸易

额增长了六倍之多并已居西方国家对华贸易的第二位 ,在中美条约正式签订已有数年 ,在美国

驻华领事制度开始常态运作之后 ,美国人对于卫三畏的论著尚且不屑 ,这就更不难理解二十多

年前发生 “特拉诺瓦案 ”时一般美国人对于中国了解的匮乏和片面了 。可见 ,美国人对于中国

的了解 ,并没有与贸易和传教事业的发展同步 。

中国人对于美国的了解 ,又何尝不是如此 。

最早记载美国的中文书籍 ,当是盲人谢清高(1765— 1821年)口述自己年少时随洋商周游

各国所见所闻的回忆录———《海外番夷录》。他口中的美国(他称其为 “芊里干国 ”等),是由

“原英吉利所分封 ,今自为一国。风俗与英吉利同 ,即来广东之花旗也 ”。此述并无大的谬误 ,

只是所涉甚略。特别需要说明的是 ,当美国商船初到广州时 ,因广州居民与西方白种人交往频

繁 ,大致根据商船上所悬挂的国旗形色来区别不同国家及其商人 ,因美国国旗为星条旗 ,因此

他们自然地称美国为 “花旗 ”、“花旗国 ”。

最早全面系统介绍美国的著作 ,当推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所撰的《美理哥合省国志略》。〔16〕

该书初版于 1838年 , 1846年修订再版更名为《亚美理驾合众国志略 》。 1862年 ,再易名为 《大

美联邦志略 》。通过此书 ,当时的国人 ,尤其是少数知识界人士了解到美国的历史 、政治制度

及其他情况 ,成为了其后近代著名的 ,包括魏源的《海国图志》、梁廷枬的 《海国四说 》及徐继畬

的 《瀛环志略 》等论著的主要资料来源 。

尽管有谢清高及裨治文的两部著作问世 ,及令林则徐成为 “中国睁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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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15〕

〔16〕

(美)雷孜智(MichaelC.Lazich):《千禧年的感召———美国第一位来华新教传教士裨治文传》 ,尹

文涓译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页 66。

(美)卫斐列:《卫三畏生平及书信》, 顾钧 、江莉译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 页 86。

学界通说认为 , 裨治文撰写《美理哥合省国志略 》时 ,得到一位名为梁植的中国人的帮助。



《四洲志 》的组织翻译完成 ,又使了解 “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 ”的基本概况多了一个途径 ,但

大部分的中国士大夫及官僚阶层对于美国 ,仍所知甚微。甚至直到 1844年 《中美望厦条约 》

签订前后 ,清朝官方对美国基本情况的了解 ,还是稀里糊涂。该年 2月 ,美国公使顾盛(Caleb

Cushing, 1800— 1879年)到达广东后 ,两广总督 、广东巡抚还弄不清美国人与中国人在广州通

商到底已有多长时间 。 1845年 4月 10日 ,即丧权辱国的 《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即 《中美望厦

条约》)签订 9个月后 ,道光皇帝还询问新任两广总督耆英:“米利坚立国甫六十年……是否确

实 ”,并命他 “就近查询 ”。对缔约之国何时立国 、何时来华通商均不知晓 ,实乃滑天下之大

稽 。〔17〕

滑稽归滑稽 ,天朝帝国的大架子却一直得端着 。不过 ,暗自思忖 ,曾经一度 ,天朝帝国足有

资格端这样的架子。我们皆知 ,在 1500至 1800年代 ,中国是一个真正强大的世界大国 ,当时

的欧洲还处在发展的起步阶段 ,美国则仍是一片美丽的荒原 。即使在 18世纪后半叶 ,中国尚

处在 “康乾盛世”。而直到 1820年 ,中国的 GDP仍占世界经济总量的 32.4%,甚至超过了美

国现在所占世界经济的比重。可是 ,从嘉庆 、道光朝起 ,国力日渐衰微之下 ,面对洋枪利炮 ,已

沦至不得不割地赔款的境地 ,仍放不下中央帝国的架子 ,摆着唯我独尊的样子 ,这就滑稽得令

人唏嘘了。

翻阅此时期的 “清代外交史料”,目录标题中 “夷人” 、“夷目 ”、“夷船 ”及 “夷务 ”等字样随

处可见 。或许在清朝官府和官吏看来 , “南方谓之蛮 ,东方谓之夷 ,西方谓之戎 ,北方谓之狄 ,

是南蛮 、北狄 、东夷 、西戎。自古至今 ,总是照此称呼” ,〔18〕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至于一般百

姓 ,则把西方人称为 “番鬼” ,意为来自外域的魔鬼 、野蛮人 。〔19〕 可是 ,这虽然是中国自古之习

惯 ,但不必讳言 ,这些称谓自来俱为贬义 ,洋人听着就不免觉得刺耳。中国境内第一份英文报

纸 ,由英国商人创办的 《广州记录报》(TheCantonRegister)曾发表题为 “对外国人的称呼”〔20〕

一文 ,作者罗列了中国人对于外国人的蔑称 ,包括外国鬼 、红毛鬼 、花旗鬼等 ,认为在中国文书

里经常出现的 “蛮夷”就相当于英文中的 “savagebarbarians”。〔21〕 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arlF.

A.Gǜtzlaff, 1803— 1851年)于 1833年创办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EasternWesternMonthly

Magazine),主要目的就是拟通过它 ,向妄自尊大视其他民族皆为 “蛮夷”的中国人介绍西方国

家的强大与成就 ,并希冀以此扭转中国人对自身文化优越感的错觉 。在发表于 《中国丛报 》

(1833年 8月)上的一篇文章里 ,他具体阐明了这一办刊宗旨:“其出版是为了使中国人获知我

们的技艺 、科学与准则 。它将不谈政治 ,避免就任何主题以尖锐言词触怒他们 ,可有较妙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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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18〕

〔19〕

〔20〕

〔21〕

参见王东 、闫志航:《让历史昭示未来———中美关系史纲》, 东方出版中心 2006年版 ,页 3-4。

王尔敏:《弱国的外交:面对列强环伺的晚清世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 ,页 140。

《中国丛报》(TheChineseRepository)曾载有专文 , 站在外国人的立场上分析了当时中国普通百姓为

何贬称外国人为 “番鬼”及他们对此的反感。参见 “TheTermFankwei”, TheChineseRepository, Vol.XI, No.

6, June, 1842, pp.325-325.

“EpithetsAppliedtoForeigners” , TheCantonRegister, May24, 1828.

刘禾在《帝国的话语政治: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杨立新等译 ,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 2009年版)一书中 ,以独特的视角 , 分析了 “夷”和 “barbarians”这两个语词 , 并提出了发人深思

的一些观点。详见该书 “第二章 衍指符号的诞生”和 “第三章 主权想象”。



法表达 ,我们确实不是 蛮̀夷 ' ;编者偏向于用展示事实的手法 ,使中国人相信 ,他们仍有许多

东西要学。”〔22〕

迟至 1839年 ,美国领事在致国务卿关于广州事务的报告中 ,还愤愤不平地提到 ,清吏们从来

就没有平等地对待他们 ,而是任意扣押和处置外国商船。在报告中 ,领事还气愤地抱怨 ,清政府

用 “蛮夷”蔑称西方人 。事实上 ,直到 20多年之后 ,得到政府的军舰和军队支持的英国驻华专员

额尔金伯爵(EarlofElgin, JamesBruce, 1811— 1863年),在致英国政府的报告中指出 ,他终于已

经使清政府在一项帝国法令中撤消使用 “蛮夷 ”一词。乃至 《中英天津条约 》(1958年)用一款

(第 51款)专门规定:嗣后各式公文 ,无论京外 ,内叙大英国官民 ,自不得提书 “夷”字。

可以说 ,一个 “蛮夷”之称 ,长期阻遏并省却了中国了解外面世界的欲望和必要。

总之 ,在中美交往的最初 50多年中 ,美国对于中国 ,或中国对于美国 ,彼此都所知不多。

但若要再说得具体些 ,这种所知不多的程度则有所区别 。相比较而言 ,美国对于中国的了解 ,

则更多 、更深入些 ,尤其是其中的最后十多年。这有多方面的因素 ,诸如外交政策的调整 、国内

经济及技术的发展 、对于中国及其事务兴趣的增强 、在华商人及传教士们介绍中国情况的积极

态度 ,等等。当然最关键的 ,还是受谋求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驱使。反观中国 ,在国力逐渐衰败

之时 ,仍放不下传统上养成的民族优越感或称为中国中心主义。清朝政府采取无知的 、封闭

的 、自大的外交政策 ,对于美国 ,主观上既无太多了解的欲望 ,相应地 ,客观上可供了解的有效

途径也就不足。尽管不能无视商人 、传教士 、有识开明之士在此交往过程中所起过的不同程度

的作用 ,但对于一个拥有约三 、四亿人口的清朝帝国来说 ,〔23〕显然是远远不够的 。中美打交道

近 50年 ,况且是这等情状 ,更何况发生 “特拉诺瓦案 ”时 ,距两国开始交往还不足 30年呢 !

总之 ,美商远东冒险 ,初是为经济利益所驱动 。他们来到广州 ,如同其他来自西方的商人

一样 ,一开始就带着完全不同的国际关系观念 ,及对自己的宗教与政治主张的无上优越感。而

另一方 ,大清王朝却以 “天朝帝国 ”自居 ,中国之外皆为蛮夷 ,即使觉得美商们最为温顺 ,但毕

竟不脱为夷人一族。双方都带着民族和文化的优越感 ,更无仰慕彼此文明的心胸和境界 ,因而

相互之间的认识缺少真正的主动性。因此 ,交往了数十年 ,却总是处于隔岸观花 、糊里糊涂的

境况。 “特拉诺瓦案”所引起的法律冲突 ,其实只不过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中西交往过程中两种

文明的推演势必会出现的矛盾的写照和缩影。此案引起的美国领事及商人们的抗议 ,体现了

中美两种司法审判文化价值观念的差异 ,而归根结底 ,这是他们对于日渐衰败的包括司法权在

内的清政府统治权威的质疑 ,对于大清文明的挑战 。只是 ,此时美国这个年轻共和国的国力及

文明 ,仅够让美国驻广州领事和商人们提提口头抗议而已 ,尚没有达到如英国方面在同年发生

的后果更为严重的 “土巴资号案 ”中 ,完全藐视清朝官府命令 、不接受其司法管辖的程度 。

四 、冲突的 “解决 ”: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确立

在 “特拉诺瓦案”审理过程中 ,美国政府的无所作为 ,遭到商界的激烈批评。此案不久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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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23〕

爱汉者等编 、黄时鉴整理:《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中华书局 1997年版 , “影印本导言”, 页 12。

关于此时期中国人口概况 ,参见姜涛:“清代人口统计制度与 1741— 1851年间的中国人口”, 《近代

史研究》 1990年第 5期。



成过去 ,后只是间或被报纸提及 ,如 《北美评论 》于 1835年就曾旧案重提 ,对于中方的审判及

强硬态度仍耿耿于怀。〔24〕 但是 ,它为 20多年后美国要求在华领事裁判权埋下了伏笔 ,甚至因

此被认为是与早期中美贸易有关的唯一政治事件 。〔25〕 1844年 《中美望厦条约 》签订时 ,美方

借口为了维护美国公民在中国的安全 ,要求确立领事裁判权的详细条款 ,向清政府施压时 ,就

重新提起了 “特拉诺瓦案”。

最早获得在华领事裁判权的是英国。第一次鸦片战争结束 , 《中英南京条约 》签订后的次

年 , 《中英五口通商税饷章程 》(1843年)达成 ,其第 13款规定 ,凡英国人犯罪 ,须以英国法律

办理 ,而以领事审判之 。这开了中国允许外国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之先河 。

不过 ,从英方而言 ,通过条约获得领事裁判权可是蓄谋已久所取得的 “胜利 ”。〔26〕 早在

1784年 ,一艘名为 “休斯女士号”(LadyHughes)的英国船在燃放礼炮时伤及 3名中国人。事

件发生后 ,中方一再要求肇事者自首 ,却都遭到英方拒绝。于是 ,清朝官吏强行拘捕了该船主

管 。在此纠纷中 ,尽管英船得到了在广州经商的其他外国商人的支持 ,但迫于中方压力 ,肇事

炮手最终被交给了清吏 ,并获得在 60天内他将被安全释放的承诺 ,但结果却是被处绞刑。不

久 ,英国人就向清朝当局提出了今后不要自行处理此类杀人案件的建议 。〔27〕

对于英国人的这一要求 ,清朝官员既没有感到意外 ,甚至也不觉得过分。就此案件 ,两广

总督孙士毅就曾奏言 “洋船放炮误伤内地水手吴亚科等三人 ,请发还该国自行惩治 ”。倒是乾

隆皇帝脑子清醒 ,反对这一建议 ,朱批曰 “错了 ”,并明确下令 “请发还该国自行惩治 ,所办甚属

错谬 ,著传旨申饬 ”。

在发生于 1821年的 “土巴资号案”中 ,担任译员的马礼逊在抨击中国法律残酷和司法不公的

同时 ,为英国人包庇杀人凶手的行为寻找借口 ,并提出了设立海事法庭的建议。他认为:〔28〕

英国人无权审讯被控杀人的凶手 ,又不愿将一个无辜的英国人送交给中国人 ,就造成

了英方对所有这类的凶手案件都拒绝交给中国政府去审议和判处死刑 。但这不是一件可

以任意去做的事 ,也并非是有意要包庇一个杀人凶手的办法 。这是英国人背着英国政府

不得已去做的不当行为 ,也是由于中国政府的不公正和血腥的恶意所造成的。这种状况

属于道德和商业的罪恶 ,去包庇一个故意杀人的凶手 ,或是送一个无辜的人去被处死刑 ,

在道德上都属于犯了重大的罪恶 。

要找出一个解决办法是不容易的 ,可是 ,不论东印度公司或英国政府 ,都非常明显地

忽视了这个严重问题 。仅仅有领事权 ,而无裁判权 ,是没有用的。

我想 ,倘能有一位有权的大法官为英国舰队设立一个副海军司令级的海事法庭 ,可以

解决许多这类的麻烦。在审讯故意杀人犯时将可解决全部问题 ,还可以避免中英贸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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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27〕

〔28〕

“ExecutionofanItalianatCanton”, NorthAmericanReview, January1835.

马士 , 见前注〔8〕,页 65。

关于此方面背景和过程的详尽论述 ,参见吴义雄:“鸦片战争前英国在华治外法权之酝酿与尝试 ”,

《历史研究》 2006年第 4期。

参见(美)M.G.马森:《西方的中国及中国人观念(1840— 1876)》, 杨德山译 , 中华书局 2006年

版 , 页 150。

马礼逊夫人, 见前注〔7〕,页 187。



中断 ,减少重大的经济损失 。对中国方面而言 ,对这类案件的公正审判 ,将可使他们看到

若今后发生的更为复杂的案件也可得到公正的判决 。

马礼逊的这一建议 ,在英国得到了一些人的响应。

而在现实中 , 1830年 ,英国人伤毙一荷兰船长 ,中方也要求英方官吏把犯人移交给清吏处

罚 ,同样遭到拒绝 ,而是自行处罚 ,而清吏亦未力争 。一般认为 ,这是外国人在中国享有领事裁

判权的先兆 。自斯而后 ,外国人犯罪由外人自办之惯例渐渐形成。不过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之

前 ,英国试图正式落实在中国设立领事裁判权的种种计划 ,都终归于流产 ,直至 1843年章程的

签订。

比之英国 ,美国提出在华领事裁判权的主张要晚一些。

在 “休斯女士号”案中 ,刚刚来到广州的 “中国皇后号 ”也曾应英国人的请求参加了向广州

当局联名抗议的活动 ,甚至还派代表参加了没有英商参加的案件协调会。 19世纪初叶 ,曾发

生英国海船搜索私自潜逃者于美国商船中 ,美商拒绝配合交出的例子。事后 ,美国人即开会讨

论 ,由美国驻广州领事及其他 21名美国商人具名呈文于广州当局。在详述争执之事实后 ,明

确地说到:

具呈人掬诚致词于将军麾下曰:吾美民经商于贵国广州者有年矣 ,言行恪谨 ,惟贵国

法律习惯及国际法是从。若夫贸易之忠诚 ,举止之谦恭 ,不特足以维持两国邦交于至和协

之境 ,且亦足以发展两国贸易。是两国实有荣焉。窃查古时诸文明国之法典与习惯规定 ,

友邦人士观光于他独立国家 ,所有生命财产 ,所有国须赋予缜密之保障 ,设有施暴行于该

人士或向其国旗有亵渎之表示者 ,则无异相犯于友邦治下也。是故即按之国际法 ,一国文

武使臣驻外代表国家 ,绝对不得于所在国执行任何职权 ,并不得搜索政治人犯 ,虽在本国

有干典章 ,要亦不许也 。〔29〕

1817年 ,美国商船 “瓦巴士号”(Wabash)在广州附近遭当地土匪抢劫 ,船员死伤数人 ,广

州当局迅即将十数名凶手捉拿归案 ,并绳之以法 ,凶犯受到斩决或充军的惩罚 ,美国船员对此

深有好感。有学者甚至认为 ,此案的意义 “就在于建立一个否定要在中国取得领事裁判权的

先例。美国在华商务性质一贯地反对领事裁判权”。〔30〕

“特拉诺瓦案 ”中 ,尽管美国人激烈反对 ,但他们只是 “观望诿延 ,不将凶夷交出”而已 ,况

且 “已先将该凶夷锁靠在船 ,尚非有心庇纵 ”。其后当清吏们上船提审时 ,他们 “免冠侍立 ,伺

应登答 ”。看来 ,美国人 “尚属恭顺畏法”,并无其他过分主张。尽管抗议 ,但也明确表示 ,他们

侨居于中国 ,惟中国法律是从 ,哪怕这种法律极不公允 ,他们也不会反对 。案件结束后 ,在华的

美国人仍提起抗议 ,不过 ,他们仍然表示:“当我们在你们的领海内 ,我们理应服从你们的法

律;即使它们永远是这样的不公正 ,我们也不能反对它们 。”这显属无奈 ,但却并无进一步的要

求 。美国是后来的 “自由贸易者 ”, 在广州是作为个体的商人 ,又得不到自己政府的有效支持 ,

在面临是服从中国法律还是丧失贸易权的抉择时 ,他们选择了维护贸易权。至少可以说 ,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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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参见刘师舜:“领判权盛衰史” ,都乃毅译 , 原连载于《法学季刊》第 4卷第 4至 6期 , 1930年。此文

收录于何勤华 、李秀清主编:《民国法学论文精萃》(第六卷), 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

转引自仇华飞 , 见前注〔2〕,页 270。



个时期 ,美国人仍遵守着贸易至上的原则。其实 , “特拉诺瓦案 ”以处死嫌犯告终 ,而同年的

“土巴资号案 ”,却以英方拒不交出凶手结束 ,这多少反映了当时美英两国态度和处境的不同 。

在 “特拉诺瓦案”之后 ,中美贸易重新恢复 ,并稳步发展 。 1830至 1840年代 ,美国商人们

发现 ,清朝政府对于外商的限制逐渐趋缓 ,他们已开始被允许在临近广州城墙外的河岸上建立

用砖或花岗岩砌成的居所定居下来 ,并建立教堂 ,创办报纸 ,如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 》和《中

国丛报 》等都创刊于这一时期。

清政府的控制已越来越无力 ,各种冲突不断。相比之下 ,尽管对中国的法律 、审判等存在

不满 ,但较之英国人 ,美国人似乎还算诚恳和谦恭。直到 1844年 ,美国人都一直接受中国的司

法权。这一年 ,当顾盛正与清朝官员谈判签订条约时 ,因美国水手悬挂一枚铜箭 ,而广州居民

认为这是有碍风水 ,因而发生冲突 ,一名叫徐亚满的广东农民在冲突中死亡。根据护理两广总

督 、广东巡抚程矞采的要求 ,杀人犯必须去自首。可是 ,这一次不同了 , “特拉诺瓦案”重新浮现在

美国人的记忆中 ,吸取教训 ,美国政府不再无所作为 ,美国驻广州领事反而指责程矞采 ,认为清朝

官方防范不力。顾盛在与中国外交事务的高级代表耆英会晤时主动提及此事 ,并拒绝了中国当

局让美方交出人犯的要求 ,认为应该由美国陪审团根据美国法律审理 。他坚持认为:〔31〕

无论什么情况下 ,美国对自己的一个公民的人身和自由进行的法律审判都不应向任

何外国作出让步 ,除非这个国家是我们的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 ,换句话说 ,是一个基督教

国家。

基督教国家要通过条约紧密地团结起来 ,这个条约必须规定彼此的权力 、相互的义

务 。他们熟悉在他们当中得到广泛认可和普遍接受的一些基督教信条和惯例 ,这些可以

被称之为基督教国家共同的法规 ,然而这些法规事实上只能是基督教国家的法规 ,因为它

们不可能为任何一个伊斯兰或者异教国家所熟悉和认识的 ,而这些国家却占据了地球上

的大部分地盘……

7月 11日 ,美国领事召集六名美侨组成陪审团 ,判定涉嫌行凶的美国人的 “此次行为是正

当的自卫行为”。耆英接受了美方作出的该嫌犯因属自卫故无罪释放的判决。顾盛使此案的

审理成为了在华遭中国人控告的美国人由美方进行审判的先例 ,推翻并终结了 “特拉诺瓦案”

的做法 。 1844年 ,美国终于如愿以偿 ,获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 。 《中美五口通商章程》第

21款规定:嗣后中国民人与合众国民人有争斗 、词讼 、交涉事件 ,中国民人由中国地方官捉拿

审讯 ,照中国例治罪;合众国民人由领事等官捉拿审讯 ,照本国例治罪 ,但须两得期平 ,秉公断

结 ,不得各存偏护 ,致启争端。据此 ,清朝对美国民人的逮捕 、审讯 、定罪 、惩治的司法权力全部

丧失殆尽。因此 ,追根溯源 , “特拉诺瓦案 ”对于美方为避免类似所谓不公正事情的发生 ,而坚

持要在条约中确立在华领事裁判权扮演了重要的角色。〔32〕 至此 , “特拉诺瓦案 ”引起的类似

的法律冲突就算是得到了 “解决 ”,这一以清政府放弃司法审理权为代价的解决结果 ,恐怕是

当初谆谆训诫花旗国夷目 “当知天朝法度尊严 ”、“自应安静守法”的阮元们所始料未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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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32〕

M.G.马森 , 见前注〔27〕,页 151-152。

FosterRheaDulles, ChinaandAmerican:TheStoryofTheirRelationsSince1784, PrincetonUniversity

Press, 1946, p.16.



平心而论 ,此条约签订之前 ,与英国人在华大肆从事鸦片贸易获取暴利及采取其他侵略性

措施相比 ,美国人的对华政策相对温和些 。在广州鸦片危机出现后不久 ,本来对于美商走私鸦

片放任自由的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改变 ,即将当选美国首任使华公使的议员顾盛在一次国会

演讲中还谴责了英国人的行为。当顾盛使团来华前 ,美国新国务卿丹尼尔 ·韦伯斯特给使团

的训令中不仅要求 “言行举止要有理有节 ,不要做那些连中国看来都显得低人一等 、有损你自

己政府形象或是有损国家独立的行为 ”。他还特别强调:“你的目标始终是力求使中国政府与

人民了解使团来华完全是为了和平 ,你们毫无敌意 ,也无意挑衅;你们乃是和平之使者 ,从美洲

最强大的国度将尊敬和善意带到亚洲最大的帝国 ,是为建立友好往来的关系而来 。”〔33〕

可是 ,后来签订的 《中美五口通商章程 》,其内容除无割地赔款外 ,几乎包括了 《中英南京

条约》中的所有条款 ,并且有些条款还比其规定得更加具体 ,美国据此获得了比英国更多的特

权 。尽管在语气上较之后者显得缓和 ,包含有 “友爱” 、“和好 ”等字样 ,美方还认为这 “为中美

之间的友谊奠定了基础 ,使之得以在未来 10年内迅速发展”,但事实上 ,这一条约对中国主权

的侵害甚至更加严重。后来该条约成为《中法黄埔条约 》及其他国家与中国所订条约的范本。

这或许就是美洲最强大国度的和平使者们带给亚洲最大帝国的尊敬和善意。对照 《中美五口

通商章程》的字字句句 ,国务卿先生的堂皇言辞是何等刺眼!

就这样 ,冲突是 “解决 ”了 ,可是天朝帝国的尊严也随之丧失 。这样的结果从一定程度上

体现了日渐强大的美利坚和不断衰微的大清国的国力较量 ,也预示着其后很长一段时期两国

交往积强积弱的总体走势 。

五 、结　语

综上所述 , “特拉诺瓦案”的发生尽管极为偶然 ,案情本身也并不复杂 ,但在历史地考察此

案之后 ,我们会发现 ,它并非一件平常的案件。它的发生 ,自有一定的必然性。始于美国 “中

国皇后号”的来华 ,揭开了中美两国贸易往来的开端 ,但贸易的发展和交往的增多 ,却并没有

使双方的相互理解能同步加深 ,彼此更无法尊重 、认同 ,发生纠纷在所难免。而 “特拉诺瓦案”

引发的冲突 ,不仅仅是一次法律冲突 ,双方对于案情事实 、证据采集和审理形式等方面均各执

其辞 ,体现了中美司法审判理念的差异。而且法律冲突的背后 ,实际上寓意着带有优越感的两

种文明之间的冲突 ,折射出故步自封 、没落垂死的大清朝帝国与野心勃勃 、日渐强大的年轻共

和国之间实力的较量。 “特拉诺瓦案 ”最终成为 20多年后美国在条约中明文确立在华领事裁

判权的伏笔 ,冲突是 “解决 ”了 ,可天朝帝国的权威终也无可挽回地显示出了颓势 。 “特拉诺瓦

案 ”这一中美之间真正发生的冲突 ,这一看似偶然 、简单的案件 ,就成为了早期中美关系史上

不寻常的 、最著名的案件 ,目不识丁的意大利籍水手 “特拉诺瓦 ”的名字 ,于是就成了早期中美

关系史上无法忽略的一个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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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美国外交档案》第 1卷之第 65号文件 , 转引自雷孜智 ,见前注〔14〕, 页 192。同时可参见乔明顺:

《中美关系第一页——— 1844年〈望厦条约〉签订的前前后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1年版 , “附录一 美国

国务卿丹尼尔·韦伯斯特给顾盛的训令”。


